    1903年3月，靳星五出生在沂水县诸葛镇上华庄的一个书香人家。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清末秀才，高等小学校长，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靳老很小就跟祖父念四书、五经；后来跟父亲上新开创的学校念完高小，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升学，便在父亲辅导下，自修旧制中学科目，涉猎经、史、子、集等古籍，并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1922年担任小学教师。抗战军兴，1938年，靳老投笔从戎，参加了沂水县游击队，任第二中队教育主任。后任沂水县动委会秘书、宣传部长，抗协沂水县会部主任，抗协省会部秘书，省战工会、政委会、省政府和华东支前委员会秘书。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靳老曾带领一个分队与日本鬼子多次交锋，截击敌人。他长期从事琐细的秘书工作，夜以继日，历经辛劳。1941年，日寇以5万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和“拉网战术”，扫荡鲁中山区，在大青山的突围中，靳老负了伤，仍坚持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靳老共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4月，省政府从青州进驻济南，靳老担任主席办公室秘书工作。当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因此，省政府发的文件很多，会议也比较多，接待频繁，靳老昼夜忙碌。那时，省直机关工勤人员及部分干部文化偏低，对工作十分不利。省政府办公厅和济南市教育局共同创办了省级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设扫盲、高小、初中、高中、俄文共20几个班，组织上述人员千余人利用晚上时间到校学习。靳老兼任校长和中学语文教师，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曾被评为模范教师。
    1951年，靳老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首先对文书处理工作大胆进行了改革。当时文书处理、公文运转，有战争年代战时做法，也有些沿袭旧政权的老一套，既不正规，相当混乱，层次又多，手续繁，效率低。他征得省政府领导上的同意，提出改革文书处理工作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根据精简机构人员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逐步理顺了关系。从收文到办理，减少了几道手续，提高工效几倍。改革后的文书运转，也简便宜行，全省可精简上万名通讯员，成倍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了改进提高信访工作，他撰写出版了《怎样处理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小册子，反映很好。此外，他还兼任省政府办公厅保密委员会主任，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和绿化委员会主任。其中，他曾代表省政府办公厅在省直机关绿化经验交流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和好评。这一时期，靳老的工作非常繁忙，既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每天晚上还要到业校讲课，老伴生病住院都无暇照顾。
    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整风补课，靳老被错误处理。虽身处逆境，但仍矢志不渝。他对党的感情没有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只有靠党来解决。因此，不论在监狱，还是在教养所，他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劳动。其间，他干过统计工作，还当过劳教人员的队长，组织他们读报纸、讲时事政策等。凡是能为党做一点工作，能为革命尽一点力量，他都认真去做。1962年，党组织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他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对党的感激之情，要求立即工作。
    1963年，他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着力进行调查研究，并查阅大量资料，写报告、提建议，为省政府领导当好参谋。同时，积极开展对台宣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靳老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并被勒令迁往牛棚，写检讨、挨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靳老对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备感高兴，从内心里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978年，他当选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除继续做好参事工作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史资料工作。他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稿，还协助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革命历史资料，为山东省的文史资料编辑和应用做出了贡献。1981年，靳老又参与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任副主任。他是全国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小组的成员，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理事。山东的方志，从组建机构到史志编纂，靳老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全省方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勤俭奉公
    靳老原行政11级，享受厅局级待遇。在人们心目中，定然住房宽敞，服饰华丽，饮食讲究，家具典雅。然而，情况却正好相反。他现在住的是三居室的普通套房，简朴的倒有些寒酸了。家中没有新潮家具和家用电器，只有一张写字台、几个简易书架，几把木椅，一对小沙发。至于电器，除了几个灯泡，就是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在生活方面，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服。身上的中山装，是十几年前老伴给缝制的，几件衬衣打了补丁，两双袜子穿了22年，至今还蹬在脚上。床单和枕巾，大都是用一块块碎布条拼起来的。在水电的使用上，更是点滴计较。靳老认为，国家为了发电供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省钱是小事，而国家的生产是大事，决不能忽视勤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因此，在他家中，一盆水从洗脸到擦地，从洗菜到浇花，从洗澡到冲马桶，都是充分利用，从不浪费。电也用得很少。夏天天长，每天他总是在晚8点前，把该看的书报看完，该写的稿子写完，不开电灯；走廊的电灯，也是随用随开，不用即关。有人看靳老生活太俭朴，劝他置办点像样的家具和电器，他不同意。他的两个亲戚还给送来彩色电视机，都被他退了回去。他说：“我们老两口也想过好日子，我们也完全有条件能把生活搞得好一些。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忘记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人民还处在温饱水平，个别地区的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们应主动为党为国家分忧，决不能在个人生活上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我和老伴商量好了，等将来小康目标实现了，我们再考虑改善个人生活问题。”
    靳老就是这样，用之于己，锱铢必较；用之于国，却慷慨大度。早在60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机关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减少粮食定量，他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定量减少到每月15斤。8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发行国库券，他每次都积极认购，累计购买国库券4500元。1985年以来，省、级机关向贫困山区和灾区人民搞捐献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先后捐了500元钱、几百斤粮票和数十件衣物，这些衣物有老伴舍不得穿的毛衣和三新的被子、褥子等。1987年，他回家乡沂水县搞调查研究，发现山区教育缺少资金。沂水是革命老区，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山东省7个贫困县之一。教育难兴，人才缺乏，科技兴沂，只是空谈，为此，他深感忧虑，当即把平时节省下来的1300元钱，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1990年，我国举办亚运会，靳老考虑我国首次举办洲际体育运动会，费用浩大，国家困难，便捐助1000元。1991年至1996年，靳老又先后捐助希望工程2400元，为家乡沂水县捐献教育基金9000元，捐建碑林200元，为内蒙孤儿杨思佳治病捐款200元。最近，靳老感到自己病情加重，再三嘱咐老伴，他手头还有4000元钱，他去世后，捐给家乡沂水县修路3000元，剩下的1000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竭尽绵薄挥余热，春蚕丝尽方肯休。”这是靳老一生的写照，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廉洁自律
    靳老住的是三室一厅60平方米的房子。1984年，省政府办公厅按规定给他调四室一厅的新住房，他婉言谢绝。1989年，省政府机关大院新宿舍楼投入使用，办公厅领导又决定让他搬进来，他仍坚辞不住。他说：“我现在的房子完全能满足工作、学习的需要，离机关近的房子，还是安排在岗位上的同志去住吧！”后来，机关研究把他住房的后凉台给封起来，但他认为单独给自己封不合适，也没有答应。直到第二年厅里老干部统一封凉台，他才同意封。
    靳老在用车上，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年已九旬，担任着不少职务，社会活动较多。按规定，他外出时可以单独派车，但他却很少向机关要车。机关老干部处组织学习，他大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回。有一年他回老家探亲，参事室领导考虑他旅途不便，给他派了车。回来后，他主动付了款。他说：“在每一个生活小节上都要廉洁自律，共产党员应维护党的形象，决不能沾国家的便宜。”
    建国前，靳老有3个子女因战争原因寄养在沂水老家。建国后，为了减轻城市压力，他没有把孩子接到身边。40年过去了，3个孩子中除一个儿子在当地参加工作外，两个女儿至今还在农村。前几年，有人给靳老捎话说，只要他说句话证明那两个孩子是他的，县里就照顾她们解决农转非。他谢绝了。他的小女儿是民办教师，前几年民办教师转正，有人劝靳老给沂水县领导写封信，照顾解决小女儿的转正问题，他没有答应。他说：“共产党员哪能为子女的工作去徇私情！”女儿也来向父亲求情，靳老严厉批评了她，女儿泪汪汪地回了老家。人间孰无儿女情？作为慈父，靳老对子女的爱不是注重于经济，或走后门，拉关系，而是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永远跟党走，靠自己的努力做好工作，干好事业，不要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忠诚实在重清廉，朴实无华方寸安”。诗以言志，靳老就是这样勉励别人，要求自己。
奋斗不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离退休的决定。根据有关规定，参事可以不离不退，身体好的，可以继续工作。靳老十分留恋工作岗位，但认识到这是我国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促进干部队伍“四化”建设、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有力措施，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于是，他主动向组织上提出离休申请。1984年12月，组织上正式批准了他的申请，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离休不是革命生涯的终结，不是离群索居、颐养天年。靳老认为，离休只是因年龄关系从第一线退下来，但作为共产党员的誓言没有变，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党工作。基于这个思想，他为自己的离休生活规定了四方面的内容，即：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热心公益事业，身心锻炼。为保证这些工作的实施，他专门为自己制定了工作计划和严格的作息时间。离休十几年来，他每天工作、学习近10个小时，没有过个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有人曾劝他：忙活了一辈子，该放松一下了。他深情地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备尝了旧社会穷人谋生的苦难，是党指引我参加了革命，并使我逐步成长起来。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和教育，我要趁能干的时间，一天当两天用，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审阅地方志稿和撰写文史资料，是一项责任大、任务重、十分辛苦的工作，靳老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上面。自1985年以来，他共审阅省志和各地而、县方志稿达2000万字，凡审阅过的稿件，都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有的稿件时间紧，就昼夜赶阅，从不误时间。他虽然审阅了这么多字的稿件，却从未拿过一分钱的审阅费。不少同志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很简单。作为共产党员，不应该计较自己付出劳动应得到多少报偿。”十几年来，他撰写了各类文稿近200万字。仅1995年，就撰写出版《烽火挚友》25万字，《沂蒙巾帼英模传记》8万字，《九二自述》2万字，《盛世吟》诗32首，还有几篇革命老人传记等。
    此外，靳老还担任中国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史学会会员、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会员、山东省地方志学会顾问、山东省社联特邀代表、山东省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山东省老年体育协会会员、历山诗社社员等职务，为此，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工作，经常参加有关活动。
    靳老的学习精神堪称楷模。他一向嗜学成癖，养成身不离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一天不论做了多少工作，如果没有阅读书报，就感到空虚。因此，哪怕再累，时间再晚，即使在灯下也必须补上。他订有4份报纸、4份杂志，什么时候收到，总是先睹为快。凡是党委发的书刊，他都认真阅读；凡是党委布置的学习任务，都按要求积极完成。1994年，当他领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后，星夜通读一遍，然后逐篇精读，深思熟虑，其精神实质，撰写竹枝词一首，读完119篇，写竹枝词119首。他认为学习不只是求知识，更重要的是探索其精髓联系解决问题，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正如他在诗中所写：“人间事纷繁，最好是学习。不光识宇宙，而且是享受。”
    靳老还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他认为，青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教育、引导青年人健康成长是老同志的责任，一定要搞好传、帮、带。因此，他利用各种场合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成为“四有”新人。他经常给青年写信，针对了解的情况，帮助解决疑难问题。他主动为青年题诗赠幅，勉励他们政治上进步，工作上努力。他多次应邀参加机关或其他单位的座谈会、联谊会和报告会等，对青年讲亲历或亲见、亲闻的革命战争史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极少数坏人制造动乱和暴乱，靳老极为气愤，对他们的反动立场和罪恶目的进行无情的揭露，痛斥他们是“猖狂宵小敢欺天，玷辱尊严卖国奸。巧言花语蛊群众，翻云覆雨陷青年。”他再三教育青年人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上当受骗。许多结织靳老的青年人都说，靳老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的教诲与勉励，永远激励着自己上进。靳老一位同学的儿子在乡镇中心小学任教，他因父亲在土改中被政府镇压，对党和政府怀有成见，才40岁就提出退休。靳老和他长夜深谈，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题写屏幅，勉励他跟党走，多为人民做好事，使这位同志幡然醒悟，决心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后来，他被评为镇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
    靳老年逾九旬，被评为山东省健康老人。他认为，人活着就是为奉献，养生寿康，并不是为个人，更重要的是为振兴中华，特别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各能自食其力，不给国家添麻烦。因此，他始终坚持勤劳节俭，艰苦奋斗，蔑视功名利禄，加强身心锻炼，形成自己的养生之道和健康之法，使其精神矍铄，体力旺盛。离休之后，仍照常工作学习，比在岗位上做的事情更多。
    1985年，他写了《锻炼出奇迹》和《寿康为兴华》等文章，记述了参加体育锻炼的好处，申明锻炼的远大目标是为了振兴中华。这几篇文章刊登在《大众日报》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靳老无私地奉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自1986年以来，他连续被评为省政府办公厅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和离休干部先进个人。1991年，出席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表彰会议，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荣誉面前，靳老从不骄傲，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它作为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他经常作诗自勉：“离休不歇挥余热，下岗偏忙尽所能”、“半分半秒求前进，全心全意为人民”、“竭尽忠诚为革命，追求真理终此身”。他深信，只有坚定的信念，无私地奉献，生命才更有意义，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